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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中国机器人使用量为世界之最，机器人的使用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效率，另一

方面还会对劳动力产生替代。人们不禁担心劳动要素能否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即经济不断增长的

同时劳动收入份额会发生何种变化。现有研究关注了机器人应用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也关注了最

低工资对劳动者产生的保护作用。那么机器人使用率越来越高的情形下，最低工资是否对劳动者收

入还具有保护作用尚未有研究涉及。文章对此问题进行考察，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与检验机器

人应用如何影响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补偿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涨显著提升

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这种促进效应会随着机器人渗透度的不断增加而降低，并且在规模大、工资

水平低、机器人渗透率高、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表现得更显著。企业工资率是可能的影响渠道，机器人

应用促进了高学历员工替代低学历人员，上述发现是对企业工资率影响渠道的一种补充与验证。文

章基于机器人广泛应用的现实，重新考察最低工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综合影响，做出了一定的边际

拓展，为实现人机协作和劳动力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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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最低工资上涨和机器人广泛使用的背景下，社会劳动者能否公平地分享技术红利引起了

学界的热议。据 IFR 数据显示，中国于 2016 年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数量最多的国家，机器人兴

起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要坚持经济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劳动生产

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现有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不断加强其保护力度，其中包括

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尽管如此，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却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为深入剖析内在原因，文章从企业层面入手，探究最低工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冲击以及机器人

应用在收入分配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最低工资的作用是否因机器人应用而发生了改变。回答

这一系列问题，有利于预判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在智能化技术冲击下的作用效果，并据此提出合

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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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不断向好态势下，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滑的现象（Karabarbounis
和 Neiman，2014）。劳动者不能公平享受经济发展成果，长此以往会引发劳资冲突，不利于社会和

谐稳定发展。已有大量学者意识到这点，并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如政治制度

（Acemoglu 和 Robinson，2015）、技术进步（王林辉和袁礼，2018）、产业结构（Cacciatore 和 Fiori，
2016）和资本要素（Bentolila 和 Saint-Paul，2003）等均会改变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小，其中不乏对最

低工资和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研究（万江滔和魏下海，2020）。最低工资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能增

加低技能劳动者工资，对其产生保护作用；另一方面会使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使企业用机器替

代劳动，造成人员失业（Acemoglu 和 Restrepo，2020）。目前，中国企业对机器人应用较为普遍，“机

器换人”现象已蔚然成风（余玲铮等，2021），然而少有文献结合这一特征事实，综合考虑最低工

资、机器人使用和劳动收入份额三者间的关系。

在多项政策扶持下，中国工业机器人得以迅速发展。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 2025》指出，

智能制造是国家全力打造制造强国的重要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作为发展目标。工业机器人运用于企业生产已成为制造业发展趋势，无法

避免其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Cheng 等，2019）。而相关研究主要发生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国

内此类研究开始较晚，只有少数学者从微观企业层面探讨机器人使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王永钦和董雯，2020；孔高文等，2020）。中国工业机器人数量保持高增长率，无疑会对企业内部

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带来巨大冲击。那么，机器人应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营业收

入？企业是否愿意与员工共享技术发展的经济成果呢？又会怎样调整企业收入分配呢？文章试图

对此进行解答。

首先，本文构建最低工资与企业机器人应用的理论模型，利用 IFR 数据，基于“巴蒂克工具

变量”思想，构造中国企业层面机器人渗透度指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与检验机器人应

用如何影响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补偿效应。并从企业规模、工资率高低、要素密集

度、城市规模等视角作异质性讨论。研究发现：第一，最低工资上涨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而机器人应用削弱了这种作用，高机器人渗透行业中的企业对最低工资补偿效应的破坏性

更强。第二，大规模、低工资企业中机器人应用显著降低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补偿

效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机器人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更大。在中小城市和大城市

中机器人应用抑制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补偿效应，而在超大城市则相反。第三，企业

工资率是机器人应用降低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补偿效应的渠道，且机器人应用增加了

高学历对低学历人员的替代，这一发现是对企业工资率影响渠道的一种补充与验证。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①从机器人应用视角探讨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补

充了收入分配的现有研究。②构建了最低工资和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模

型，实证检验了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补偿效应，从微观层面提

供了机器人应用效应的直接证据。③验证了企业工资率是机器人应用降低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补偿效应的渠道，为理解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文献回顾

（一）最低工资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最低工资影响效应可归纳为最低工资通过补偿和替代

效应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生产率和工资率效应的间接影响。首先，补偿效应是指最低工资的设

立提高了那些实际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劳动者的收入，产生补偿性收入，使企业收入分配更多

向劳动者转移，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如翁杰和徐圣（2005）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补偿效应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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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最低工资的替代效应又可分为正向替代和负向替代，正向替代是指用

高技能劳动者替代低技能劳动者（Pischke，2005），进一步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对该群体

产生的溢出效应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负向替代是指企业用相对便宜的资本对低技能劳动

者进行替代，这种替代效应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

劳动收入份额可以表示为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的比值，最低工资通过影响生产率和工资率

间接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一方面，最低工资促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原因在于员工工作积

极性得到提升（Hirsh 等，2015）和企业选择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进行生产（Acemoglu 和 Autor，

2011）。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提高企业平均工资水平，马双等（2012）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每上涨

10%，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工资将上涨 0.4% 至 0.5%。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最终影响取

决于工资率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的大小，万江滔和魏下海（2020）发现，最低工资使企业工资率和劳

动生产率同时上升，但是前者上升幅度小于后者，因此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将下降。

（二）机器人使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现有研究对于机器人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尚未达成一致。DeCanio（2016）认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由资本所有者决定，投入机器人后，企业

为获得更大利润，将减少劳动者收入，从而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如

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研究发现，机器人为劳动者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在长期来看，机器人

的使用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同样，韩民春和韩青江（2020）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对工资有促进

作用，因此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机器人使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从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两方面探究。大多观点

认为机器人使用提高了企业生产率（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Graetz 和 Michaels（2017）利用

17 个发达国家数据发现，机器人应用使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0.36%；李磊和徐大策（2020）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分析得出，使用机器人的制造业企业比不使用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出

7.45%。但对于机器人如何影响企业工资率，有两种相反观点，有学者认为机器人应用促进工资

率提升（Caselli 和 Manning，2019），还有学者认为机器人应用对工资率产生抑制效应（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此外，这种影响在不同技能劳动者间存在差异，机器人与高技能者互补，提高

了该群体工资，而与低技能者相替代，降低其工资水平（Berg 等，2016）。由于机器人应用如何影

响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论也具有多样性。

有关机器人应用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机器人应用的研究较少。自

机器人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国内学者对机器人展开了系列研究。但鲜有文献考虑到机器人应

用对已有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如机器人应用是否会扩大或削弱某一经济关系等，此类研究需

要更加细腻的手段和更丰富的内容。综上，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重点关注最低工资对劳

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以及机器人应用对最低工资影响效果的调节效应。

三、理论模型

（一）模型设定。参考文雁兵和陆雪琴（2018），构建了最低工资和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的综合框架。并将资本分为传统资本 KiM（如厂房等）和机器人资本 KiR（如喷涂机器人

等），Li 为劳动力。构建包含三要素的嵌套型生产函数：

Yi = AKα

iM[γKε

iR+ (1−γ)Li
ε](1−α)/ε （1）

Ai ∈ (0,+∞) γ ∈ (0,1) α ∈ (0,1)

ε ∈ (−∞,1] ε ∈ (0,1] ε ∈ (−∞,0]

其 中 ， 效 益 系 数 表 示 企 业 技 术 进 步 水 平 ， 分 配 系 数 ， 替 代 参 数 和

。当 时，机器人与劳动力为替代关系；当 时，两者为互补关系。假定企

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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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πi = Yi−wiLi− piKiR− riKiM （2）

其中，ri 为资本的租金，pi 为购买机器人的费用，wi 为企业工资率。

（二）企业最优化。根据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分别对 Li、KiR 和 KiM 求偏导，求得要素价格

wi、pi 和 ri。根据欧拉定理，生产的产品被要素完全分配，可将劳动收入份额表示为：①

lsi =
wiLi

Yi

= wi
ε/(ε−1)[(1−α)(1−γ)]1/(1−ε)[A(α/ri)α]ε/(1−α)(1−ε) （3）

为探究工业自动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得到包含机器人资本的劳动收入份额表达式：②

lsi = wi
ε/(ε−1)[(1−α)(1−γ)]1/(1−ε)AZα

ε(1−ε−α2 )
(1−α)(1−ε)(1−α−ε) [(1−α)

ri

pi

]αε/(1−ε)(1−α−ε)K
α2ε

(1−α)(1−ε)
iR （4）

τi wi(τi)

∂wi(τi)/∂τi > 0

（三）最低工资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分析。最低工资存在“灯塔效应”（Bosch 和 Manacorda，

2010），且《劳动法》规定企业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重要参考纳入企业

基本工资制定中。假定 为企业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工资率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

满足 。

τi首先，我们分析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直接影响，将式（3）对 求偏导：

∂lsi

∂τi

=
∂lsi

∂w(τi)
× ∂w(τi)
∂τi

∂lsi

∂wi

=
ε

ε−1
wi(τi)1/(ε−1)[(1−α)(1−γ)]1/(1−ε)[A(α/ri)α]ε/(1−α)(1−ε) （5）

∂wi(τi)/∂τi > 0 ∂lsi/∂wi ε/(ε−1) ε ∈ (−∞,1]

ρ = 1/ (1−ε) ε = 1

ρ ∈ (1,+∞)

ε ∈ (0,1) ∂lsi/∂τi < 0 ρ ∈ (0,1) ε ∈ (−∞,0)

∂lsi/∂τi > 0

已知 ， 取值符号由 决定，替代参数 ，要素替代弹性与

替代参数之间的关系为 。由此，需要讨论要素替代弹性的不同取值， 不符合本文

CES 生 产 函 数 的 假 说 ， 仅 需 讨 论 以 下 两 种 情 况 ： 一 是 要 素 替 代 弹 性 时 ， 替 代 参 数

，资本与劳动相替代，此时 ；二是，要素替代弹性 时，替代参数 ，

资本与劳动之间为互补关系，此时 。

∂lsi/∂τi > 0

现有研究认为企业生产中资本和劳动相互替代（Berkowitz 等，2015；陈登科和陈诗一，

2018），即要素替代弹性大于 1。本研究认为机器人资本与劳动之间为互补关系。理由如下：①诸

多文献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可提升就业，两者为互补关系（Akerman 等，2015；Hjort 和 Poulsen，

2019；李磊等，2021；王晓娟等，2022）；②相比工业企业，上市公司在企业人员构成方面存在显著

优势，尤其是高技能劳动更多，与机器人之间形成互补关系。此外，本文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回

归结果进一步佐证两者为互补关系。在此情况下 ，即最低工资上涨将提升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基于此，提出第一个命题 H1：当机器人与劳动为互补关系时，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将提升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τ

本文关注的焦点在于机器人应用后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根据式（4）

对最低工资 求偏导，得出以下结果：

∂lsi

∂τi

=
∂lsi

∂wi(τi)
× ∂wi(τi)
∂τi

∂lsi

∂wi

=
ε

ε−1
wi(τi)1/(ε−1)[(1−α)(1−γ)]1/(1−ε)(AZα)

ε(1−ε−α2 )
(1−α)(1−ε)(1−α−ε) [(1−α)

ri

pi

]αε/(1−ε)(1−α−ε)K
α2ε

(1−α)(1−ε)
i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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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2ε/(1−α)(1−ε) α ∈ (0,1)

ε < 0 ∂lsi/∂τi > 0 α2ε/(1−α)(1−ε) < 0

∂lsi/∂τi

其中，机器人资本 KiR 的指数为 ，替代参数 。前文中，验证了机器人与劳

动的互补关系，替代参数 ，式（6）仍得出 。但此时 ，表明在资本

劳动要素价格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机器人使用量的增加， 的值越来越小，即机器人应用逐

渐削弱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基于此，提出第二个命题 H2：最低工资对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会随着机器人应用不断增加而减弱。

此外，本文还需要探究两者内在影响机制。前文认为最低工资通过提高企业工资率进而影

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现有研究也验证了最低工资标准具有成本效应，能够提高企业平均工资

和社会劳动力成本（Malloy，2020；许明和李逸飞，2020）。尤其是，最低工资显著提升企业工资率

这一结论得到了经验验证（Dube 等，2010；马双等，2012）。鉴于此，提出第三个命题 H3：最低工资

通过促进企业工资率提高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四、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 计量模型设定。

LS it =β0+β1 MWct +β2Robotist +β3 MWct ×Robotist

+γZisct +δi+δs+δc+δt +εisct

（7）

β3

δi δs δc δt

其中，下标 i、s、c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城市和年份。LSit 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MWct 为城市最

低工资、Robotist 为企业机器人应用。 的数值反映了机器人应用对最低工资影响效果的调节作

用。Z 为控制变量合集，包括资本深化（KL）、企业规模（Scale）、政府补贴强度（Subsidy_Den），销售

利润率（Profitrate）、价格加成率（Markup）、市场竞争（HHI）和企业年龄（Age）。① 、 、 和 分别为

企业、行业、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2. 核心变量测度。企业劳动收入份额（LSit）。借鉴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及施新政等（2019）

的做法，采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营业总收入”来衡

量，且取对数。并利用其他计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机器人应用（Robotist）。参考 Acemoglu 和 Restrepo（2020）的方法计算企业层面工业机器人渗

透度指标，即“巴蒂克工具变量”思想（Bartik，1991）。测算方法如下：

第一步，计算行业层面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指标：

IndexCN
st =

MRCN
st

LCN
s,t=2012

（8）

MRCN
st LCN

s,t=2012 s其中， 表示中国制造业中 s 行业在 t 年的工业机器人存量， 表示中国 行业 2012 年（基

期）的平均总就业人数。

第二步，构造企业层面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指标：

Robotist =
laborit=2012

allabort=2012

× IndexCN
st （9）

i其中，laborit=2012 表示制造业 企业 2012 年（基期）生产部门员工数占总员工数的比重，allabort=2012 表

示 2012 年制造业中全部企业生产部门员工数占总员工数的比重的中位数，将两者的比值作为权

重，使行业层面机器人渗透度渗透至企业层面，该指标能够排除企业自身特性。

选用 OP 和 LP 方法计算得到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采用价格平减后企业应付职工薪

酬与企业员工数之比衡量企业工资率（ wage_r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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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最低工资数据来源于各省市政府发布的官方文件，共得到 405 个市级层面

最低工资标准。工业机器人数据来源于 IFR，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是目前最为权威的机器人统计

组织。劳动收入份额由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计算得到，职工薪酬等企业层面数据来自 CSMAR 上

市公司数据库。平减指数采用上一年平减指数×本年价格指数（上年价格=100）计算，基期为

2012 年。GDP 平减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购进

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与《中国区域统计年鉴》。

本文选用 2012−2019 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因应用机器人生产的中国企业大多来自制造

业行业，机器人应用从 2010 年才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国家统计局于 2011 年对《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做出调整，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细分为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两个行业，2011 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还未被细分，2012 年制造业各分行业的就业人

数数据尚未公布。据统计数据显示：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从业人员年均

人数在 2013−2016 年间未发生较大变动，因此本文采用 2013 年数据作为 2012 年基期数据。

（三）描述性统计。整体样本中，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 24% 左右，标

准差为 0.13，表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不同企业间存有差异；企业对机器人的使用情况用企业层

面机器人渗透指标表示，最小为 0、最大为 938.11 台/万名员工，差异性较大。①样本的组间差异比

较分析结果显示：大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高于小企业，高工资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和机器人

渗透度均高于低工资率企业，超大城市中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和机器人渗透度同样较高。②

图 1 显示我国年均最低工资标准逐年上调，涨幅稳定。图 2 是我国最低工资标准按上升幅

度分组后各组的城市个数，除了 2017 年和 2019 年外，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比例在 10%−20%
的居多。2013 年有近 400 座城市对当地最低工资进行了调整，并且调整的幅度均在 10% 以上，

而 2019 年仅有 50 多座城市调整了最低工资，调整幅度较少。

通过绘制 2012−2019 年中国和美国细分行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增长率随时间变动的趋势

图可以看出，各行业机器人渗透度增长率均在逐年上升，表明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机器人数量

和增量逐年增加，制造业对机器人的需求越来越大。其中，纺织业、造纸及印刷业和木材加工业

等行业的机器人渗透度均处于较低水平，而塑料和化学制品业、电力光学制品业及汽车制造业

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机器人渗透度均处于较高水平。从细分行业整体走势看，中国工业细分行

业机器人渗透度增长趋势与同时期美国机器人渗透度增长趋势基本相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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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为有效消除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等问题，列（1）采用企业个体固定效

应，列（2）采用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同时控制了行业、地区层面固定效应。列（3）采用企业个

体固定效应、列（4）采用企业个体和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列（5）进一步采用年份−行业、年份−地

区、行业−地区高维固定效应。

表 1 列（1）结果显示，最低工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列（2）在控制一系列不可观测因素后，

该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由此得出最低工资上涨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验证了命题 1。为

进一步分析最低工资与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列（3）−列（5）中加入交互项

（MW×Robot）。结果表明，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尤其在控制高维固定效应后仍显著为负，说明

机器人应用存在调节效应，机器人应用削弱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高机

器人渗透行业企业相比低渗透行业企业对最低工资补偿效应的破坏性更强。原因可能在于，一

方面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为低收入者提供了一定的工资补偿，通过溢出效应间接提升高收入者的

工资水平，另一方面不断上升的用工成本逼迫企业选择“机器换人”的生产决策，进而提高企业

生产率，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会随着机器人

应用的不断增加而降低，验证了命题 2。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MW 0.031***（0.004） 0.024***（0.005） 0.062***（0.006） 0.011（0.008） 0.022（0.015）

MW×Robot −0.011***（0.002） −0.004**（0.002） −0.010***（0.003）

Robot 0.013***（0.003） −0.000（0.003） 0.002（0.0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4 299 14 299 14 299 14 299 14 235

拟合优度 0.832 0.833 0.833 0.835 0.839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企业固定效应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其中，行业固定是以二分类行业

划分，年度虚拟变量是以2012年为基期，地区固定以企业所在省份测度，下表统同。
 
 

（二）稳健性检验。为验证本文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如下的稳健性检验。一是匹配海关机器

人数据。本文参照李磊等（2021）的做法，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中的进口机器人数据作为企业机

器人应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按照 HS6 位产品编码，在 2012−2016 年间，识别出 42 家

企业存在进口机器人。结果见表 2列（1）。二是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式。借鉴杜鹏程等（2021）

的做法，用劳动收入份额=职工薪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计算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结果见表 2 列（2）；借鉴胡奕明和买买提依明·祖农（2013）的做法，采用劳动者报酬

占企业期末总资产数的比重计算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结果见表 2 列（3）；借鉴魏下海等（2013）的

做法进行 Logistic 转换处理，结果见表 2 列（4）。三是将最低工资滞后一期。考虑到部分城市年末

才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且企业改变生产决策需要时间，因此选用最低工资滞后一期进行

回归，结果见表 2 列（5）。四是将制造业行业重新分组。按照 2011 年之前的行业分类方法，将汽

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数据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结

果见表 2 列（6）。五是区分城市最低工资当年是否变动。《最低工资规定》指出各省市地区应当

至少每两年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但部分城市在某些年份未进行调整。因此，根据企业所属

城市当年是否调整，划分为两组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2 列（7）和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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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7） （8）

海关机器

识别

更换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测度变量
滞后效应

合并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

最低工资

调整地区

最低工资未

调整地区

MW
−0.019 0.038*** 0.099*** 0.146*** 0.039** 0.009 −0.003 0.063**

（0.047） （0.005） （0.033） （0.019） （0.018） （0.015） （0.023） （0.031）

MW×Robot
−0.029** −0.006*** −0.021** −0.030*** −0.014*** −0.006** −0.011** −0.012**

（0.015） （0.002） （0.010） （0.006） （0.003） （0.003） （0.004） （0.006）

Robot
0.043* 0.005* −0.035** 0.038*** 0.003 −0.004 0.008 −0.002

（0.022） （0.003） （0.016） （0.009） （0.005） （0.005） （0.007） （0.0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5 13 856 13 856 13 856 11 210 13 796 8 135 4 839

拟合优度 0.901 0.870 0.790 0.803 0.882 0.872 0.887 0.891

　　注：选用包括企业、年份、行业、地区固定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下表统同。

上述稳健性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增强了文章结论的可靠性。

（三）内生性检验。

1. 构建机器人工具变量。本文借鉴王永钦和董雯（2020）的方法，利用美国行业层面的工业

机器人数据构造企业层面机器人渗透度指标作为工具变量。计算公式如下：

Robot_IVist = (laborit=2012/allabort=2012)× IndexUS
st

IndexUS
st laborit allabort其中， 为美国行业层面机器人渗透度指标， 和 的含义同前文所述。选择该工

具变量的原因在于：①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样本期内美国

机器人应用发展趋势与中国同期比较接近；①②美国机器人应用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行业机器人

应用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行业技术进步趋势。由此，本文认为无论是机器人应用的发展

趋势方面还是其体现的行业技术进步上，二者均具有相关性。此外，美国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其他

影响中国企业劳动份额的本土因素无关，满足外生性条件。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结果显示：表 3 列（1）中的工具变量系数显著为正，列（2）中机器人应用的

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机器人应用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列（3）中工具变量、交互项系数

均显著为正，列（4）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机器人应用抑制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的补偿效应，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第一阶段 F 值超过 10，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工具变量具有

合理性。

表 3    内生性：机器人应用 2SLS

（1）第一阶段 （2）第二阶段 （3）第一阶段 （4）第二阶段

Robot LS Robot LS

Robot_IV 0.958***（0.016） 0.918***（0.031）

MW×Robot_IV 0.026*（0.015）

MW 0.105***（0.024） 0.035***（0.005） 0.050（0.040） 0.064***（0.008）

MW×Robot −0.011***（0.003）

Robot −0.011***（0.003） 0.006（0.0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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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最低工资工具变量。本文借鉴赵瑞丽等（2018）的做法，以城市平均工资预测值的

40% 作为最低工资的工具变量。计算公式如下：

Wagec
t+2 = (Wagechina/c,t

/
Wagechina/c,t−2)×wagec,t

Wagec
t+2 Wagechina/c,t其中， 是 c 城市在 t+2 期的平均工资预测值， 指 c 城市所在省份除 c 外其他城市

的平均工资。本文选择该平均工资预测值滞后 1 期的 40% 作为最低工资的工具变量，原因在于：

《最低工资规定》指出最低工资不少于当地平均工资的 40%，然而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证实绝

大数省份最低工资标准未达到当地月平均工资的 40%−60%。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实际由政府

决定，按照国家标准计算得到工具变量相对客观。采用各地平均工资的预测值作为城市平均工

资的代理变量，可以避免最低工资对平均工资的影响，符合外生性要求。此外，社会平均工资能

够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情况，为地方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供参考，符合相关性要求。

表 4 列（1）和列（3）中最低工资的工具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列（4）中工具变量及其交互项系

数均显著为正；列（2）和列（5）中最低工资系数显著为正，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同时构建

最低工资和机器人应用工具变量也是合理有效的，且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
  

表 4    内生性：最低工资与机器人应用 2SLS

（1） （2） （3） （4） （5）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MW LS MW Robot LS

MW_IV 0.298***（0.036） 0.284***（0.041） 0.073*（0.043）

Robot_IV −0.016（0.063） 0.761***（0.085）

MW_IV×Robot_IV 0.007（0.008） 0.027**（0.010）

MW 0.099***（0.020） 0.145***（0.021）

MW×Robot −0.020***（0.005）

Robot 0.024***（0.003） −0.005**（0.002） 0.019**（0.0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 724 12 724 12 724 12 724 12 724

第一阶段F值 70.32 67.69 642.05

拟合优度 0.175 0.178
 
 

（四）异质性研究。

1. 企业异质性。根据《中小企业划分标准》，从业人员数超过1 000 人为大企业。表 5 列（1）和

列（2）汇报了不同规模企业的估计结果，交互项系数在大企业中显著为负，在小企业中为正且不

显著，这说明在大规模企业中机器人应用抑制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补偿效应。

 

续表 3    内生性：机器人应用 2SLS

（1）第一阶段 （2）第二阶段 （3）第一阶段 （4）第二阶段

Robot LS Robot LS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3 856 13 856 13 856 13 856

第一阶段F值 3 780.23 2 059.60

拟合优度 0.174 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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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样本划分为高、低平均工资企业，平均工资高于所有企业平均工资均值的视作高平均工

资企业。表 5 列（3）和列（4）结果显示，低工资企业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低工资企业中机

器人应用显著降低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补偿效应。原因可能在于最低工资上涨主

要是为了保护低薪员工的权益，对于高薪员工的工资只起到参考作用。此外，高平均工资企业资

金雄厚、盈利状况更佳，企业较少为了节省劳动力成本而选择应用机器人生产。
  

表 5    企业与城市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7） （8）

大规模 小规模 高工资 低工资 中小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超大城市

MW
0.021** −0.002 0.029 0.006 0.047* 0.033*** −0.044 −0.050***

（0.008） （0.023） （0.019） （0.009） （0.025） （0.012） （0.033） （0.019）

MW×Robot
−0.006*** 0.001 −0.003 −0.005** −0.020*** −0.007** 0.001 0.009**

（0.002） （0.006） （0.005） （0.002） （0.007） （0.003） （0.009） （0.004）

Robot
0.003 −0.004 0.004 0.003 0.018* 0.002 −0.004 −0.016**

（0.004） （0.010） （0.008） （0.004） （0.010） （0.005） （0.014） （0.0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0 250 3 366 4 952 8 398 1 268 6 486 1 864 3 981

拟合优度 0.887 0.870 0.880 0.898 0.890 0.865 0.851 0.872
 
 

2. 城市异质性。2014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市规模划

分为五类七档。①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将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合并为中小城市，将城市规模分为四

类。表 6 列（1）和列（2）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列（4）中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在中小城市和大

城市中机器人应用抑制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补偿效应，超大城市中强化了补偿效

应。原因可能是超大城市中企业人员构成多以高技能、高学历为主，企业增加机器人应用同时增

加了高级人才投入，最低工资对这些高级人才的溢出效应显著，导致企业在劳动者报酬上支付

较多，促进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表 6    行业异质性分析

（1）高渗透 （2）中渗透 （3）低渗透 （4）技术密集 （5）资本密集 （6）劳动密集

MW 0.093**（0.043） 0.081***（0.016） 0.085***（0.011） 0.064***（0.015） 0.088***（0.009） 0.060***（0.015）

MW×Robot −0.022***（0.008） −0.020***（0.005） −0.019***（0.006） −0.010***（0.003） −0.020***（0.003） −0.014*（0.008）

Robot 0.025*（0.014） 0.023***（0.009） 0.032***（0.011） 0.005（0.006） 0.025***（0.005） 0.027*（0.0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966 6 677 3 144 4 365 7 438 1917

拟合优度 0.904 0.899 0.906 0.857 0.870 0.853
 
 

3. 行业异质性。本文将企业按照其所处行业的机器人渗透度指标划分为三类，渗透度指标

高于所有行业渗透度指标 75 分位数的行业为高渗透度行业，低于所有行业渗透度指标 25 分位

数的行业为低渗透度行业。表 6 中列（1）−（3）结果显示，在高、中和低机器人渗透度行业中最低

工资与机器人应用交互项的系数分别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0.022、−0.020、−0.019，显然高

机器人渗透度行业中机器人应用的抑制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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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李苏苏等（2022）的行业分类标准，将行业分为技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 ①表 6

列（4）−（6）结果显示，三类行业中最低工资与机器人应用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0.010、−0.020、

−0.014，说明机器人应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更大。原因可能

在于该行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较高，如汽车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等，而纺织服装等传统劳动密

集型行业的机器人应用不明显（王永钦和董雯，2020）。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更加依赖机器生产，

企业生产决策偏向选择工业自动化，进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较低。

六、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分析。在理论分析中，本文提出最低工资通过企业工资率渠道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表 7

列（1）和列（2）验证了上述结论。列（3）和列（4）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最低工资上涨增加了

企业工资率，尤其在高机器人渗透度的企业中促进程度更大。主要因为，最低工资标准为低收入

者提供工资补偿，同时对高收入者工资可能存在溢出效应，整体表现为工资率的上升；在工业机

器人应用多的企业，需要雇佣与之相匹配的操作、编程、技术研发等高技能劳动力，而高技能劳

动力的劳动报酬相对较高，由此表现为在机器人应用高的企业中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工资率的

促进效应更大。由此，验证了企业工资率是最低工资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渠道，而且在

机器人应用多的企业提升更加明显，验证了命题 3。
  

表 7    最低工资影响企业劳动份额的机制分析：企业工资率

（1） （2） （3） （4）

MW 2.048***（0.215） 1.171**（0.510） 1.309***（0.339） 0.709（0.580）

MW×Robot 0.211**（0.082） 0.172*（0.092）

Robot −0.713***（0.140） −0.649***（0.15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4 299 14 299 14 299 14 299

拟合优度 0.799 0.805 0.799 0.805

　　注：列（2）和列（4）进一步控制年份−地区、行业−地区的高维固定效应模型。
 
 

（二）拓展性讨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中包含了企业产出和劳动投入两个因素，考虑

到企业生产率对企业产出具有决定性作用，并且企业劳动结构对进一步认识工资率渠道至关重

要，为此本文进行拓展性分析。分别采用 OP 法和 LP 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如表 8 所

示，最低工资和交互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结果不显著，机器人应用的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并未显著影响企业生产率，而随着机器人的不断应用，全要素生产率显著

提高，从而促进企业产出。这使得我们对命题 2 有了新的认识，即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的促进效应会随着机器人应用的增加而降低，原因在于企业机器人应用后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

率，产量的增加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发现最低工资通过工资率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且在机器人应用多的企业更明显。

考虑教育异质性，需要分学历讨论员工的需求效应以判断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按照员工

学历分为研究生、本科、专科和高中及以下学历。表 9 列（1）和列（2）结果显示最低工资上涨显著

  2022 年第 12 期

①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技术密集型行业代码有：26−28、35−37、39−41；资本密集型行业代码有：22−23、25、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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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企业员工总量，而机器人应用显著增加了员工总量，可能是因为最低工资上升导致企业

成本激增从而企业减少了低技能人员，增加与机器人应用相匹配的高技能人员。最低工资与机

器人应用交互项系数在列（3）中显著为正，在列（4）和列（5）中不显著，在列（6）中显著为负。这说

明随着最低工资上涨，机器人应用多的企业增加了对研究生的需求、降低了高中及以下学历需

求，而对本科与专科学历需求不显著。该结论也验证了前文分析结论，最低工资和机器人应用促

进了高学历员工需求而替代了低学历人员，高学历人员工资率上升后，又促使了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的提升，这一发现是对企业工资率影响渠道的一种补充与验证。
  

表 8    拓展性分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1） （2） （3） （4） （5） （6）

TFP_OP TFP_LP

MW −0.020（0.026） −0.016（0.026） −0.031（0.041） −0.033（0.027） −0.027（0.027） −0.027（0.042）

MW×Robot 0.005（0.010） 0.000（0.010）

Robot 0.018***（0.007） 0.011（0.017） 0.034***（0.007） 0.033*（0.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 629 12 629 12 629 12 629 12 629 12 629

拟合优度 0.913 0.913 0.913 0.934 0.934 0.934
 
 

  
表 9    拓展性分析：企业劳动结构

（1） （2） （3） （4） （5） （6）

企业员工 研究生 本科 专科 高中及以下

MW −0.082***（0.025） −0.207***（0.040） −0.169（0.185） −0.112（0.553） −0.075（0.658） −1.402（2.292）

MW×Robot 0.039***（0.010） 0.112**（0.044） 0.032（0.134） 0.044（0.161） −1.213**（0.568）

Robot 0.024***（0.007） −0.037**（0.016） −0.310***（0.076） −0.891***（0.230） −0.212（0.276） 3.975***（0.96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4 299 14 299 9 927 12 926 12 893 8 124

拟合优度 0.953 0.953 0.920 0.956 0.948 0.945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最低工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备受关注，但是近些年机器人应用对其影响有待拓展。本

研究发现：第一，最低工资上涨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而机器人应用削弱了其促进作

用。第二，大规模企业、低工资企业及中小城市和大城市中机器人应用显著降低了最低工资对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补偿效应，而超大城市中机器人应用则强化了这种补偿效应。第三，最低工资

上涨显著增加了企业工资率，验证了企业工资率是最低工资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渠道。进

一步，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随着机器人应用的增加而降低，是由于企业机

器人应用后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产量的增加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机器人应用促

进了高学历员工需求，并替代了低学历人员，这一发现是对企业工资率渠道的一种补充与验证。

本研究为中国劳动保护和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首先，最低工资上升能

够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这与最低工资保护劳动权益的目的相符合，但随着机器人使用量的

增加，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不断被弱化。因此劳动保护部门不能局限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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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资初始设立阶段的经济环境，需结合劳动力市场新变化形势，如区分行业划分最低工资标

准，综合考虑机器人应用的负面冲击，合理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其次，机器人应用对最低工资的

负向调节效应在大规模、低工资率的企业、机器人渗透度高、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政府部门应针对此类企业制定专项政策，重点关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工资率较低的企业，机器

人应用对其劳动力的破坏冲击最大，可以考虑出台具有针对性的劳动保护政策，如为职工提供

操作机器人的技能培训、规定企业平均工资和机器人占有率比值等，避免高自动化低工资企业

的出现。此外，在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中机器人的作用效应更显著，这类城市政府应加大对劳动

力的保护力度，如规定企业最低平均工资。最后，机器人应用对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员替代效应较

为明显，政府应积极引导企业加强对低技能员工的培训，引导其向高技能工作岗位转移，也可以

为其提供新岗位，提供岗前培训助力岗位转型。同时，政府应呼吁企业向“人机协助”方向发展，

适当对应用机器人生产的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 感谢南京审计大学高教研究课题（2022JG003）的支持，同时也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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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Wage, Robot Application and Labor Income
Share: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Wang Jing1，2,  Wang Yijing1,  Song Jian1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2.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Summary:  Minimum wage system is the legal guarantee for workers to obtain labor remuneration, and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accelerating robot application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 on labor income shar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ut with the increasing application of robots in re-
cent years, it has not been widely and deeply discussed, especially the internal mechanism from the level of
micro firm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model of minimum wage and robot applica-
tion affecting labor income share, and comb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minimum wage on labor income shar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obot application on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wage
rate and labor productivity. Using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19, manually collecting the
minimum wage dat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combining the data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
bots (IFR),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how robot application affects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n labor income share by building tool variables, replacing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explained
variables, and conducting a serie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The findings are that: (1) The increase of minim-
um wag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labor income share, and robot application weakens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n labor income share.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n labor income share will
decrease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robot penetration. (2)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robot applic-
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n labor income share in large-scale
firms, low-wage firms and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large cities, robot
application inhibits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n labor income share, while in mega-cities, ro-
bot application strengthens this compensation effect. (3) The increase of minimum wage significantly in-
creases the wage rate, which verifies that the wage rate is the channel through which the minimum wage af-
fects labor income share. Robot application promotes the demand of highly-educated staff to replace the de-
mand of low-educated staff, which is a supple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influence channel of wage rate.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China’s labor protection policy and robot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icy.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 on
labor income share from robot application, which enrich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labor income share. Second, it constructs a model for the effect of robot application on the minimum wage,
which verifies how robot application affects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n labor income share,
and provides direct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robot application from the micro level. Third, it verifies that wage
rate is the channel through which robot application reduces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n
labor income share, which provides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labor income share.

Key words:  minimum wage； robot applicaion； labor incom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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